
中古道佛传记的交涉与互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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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古道佛传记的发展，呈交涉互融之态势。中国本土仙传与僧传的文体形制和撰写手段皆源于史传，
这构成两者交涉之基础。二者之交涉可分两条脉络：其一，延续史传文体。此脉络下的 《神仙传》无确凿佛传

影响之痕迹，至上清内传，始在仙人异相层面受佛传影响；《高僧传》在叙事模式上多借鉴道教仙传。其二，

溢出史传文体。此脉络下的灵宝经传，全方位吸纳、改写汉译佛传；至北朝楼观道 《文始内传》，先唐佛道传

记之交涉达到顶峰。比较而言，内容层面，僧传的人性描写要优于仙传，此由仙传参与建构新道派理论体系的

功能所致；形式层面，仙传的行文风格较僧传更为骈俪化、意象化，则因仙传 “从天书转译”的生成观念以及

内秘性而来。以佛道交涉的视野观照中古文学，有助于展示文学演进的真实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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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时代，多元思想与信仰交织纷呈。① 儒术独尊的局面与汉家国祚一同崩解，魏晋玄学成为士人的新

风尚。神仙道教因与道家玄学之缘，在士人中快速传播，阮籍、嵇康等玄学名家，皆与仙道方士相交莫逆。②

永嘉南渡，“佛理尤盛”③，竺法深、支道林等名僧踊跃参与清谈，以佛理为玄学议题提供新解，遂使 “佛氏

之教奕奕玄胜”，琅琊王氏等素信天师道之士族 “竞相宗尚”④，佛、道之信仰，遂并行于士人精神世界。二

教之交涉互融，自此蔚为大观。⑤ 文学领域中，二教之徒用于 “宣扬卓行，造作奇迹，以弘厥法”⑥ 的传记，

亦在体式、内容等层面渐显交涉之迹，洵为中古文学值得探讨之现象，本文拟在繁杂个案之上⑦，对其历时性

的互涉情况做一提纲挈领之论述。

中古时期之佛、道传记，不妨做一大略分类。

佛教传记大抵两类：一为佛典汉译，二为本土撰作。

汉译佛典之中，一为佛本行经，专指以释迦牟尼为主角的传记，叙述其修炼成佛经历，如 《佛所行赞》

《佛说普曜经》《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等；二为佛本生经，即叙述释迦牟尼往世经历的经典，在 《六度集

经》《贤愚经》等书中，即收有大量本生故事；三为汉译菩萨传，即求无上菩提的大修行者的传记，如鸠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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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什所译 《马鸣菩萨传》《龙树菩萨传》《提婆菩萨传》等。①

本土撰作者，一为汉文佛传，即以中国本土的线性历史观记载佛陀一生事迹的编年体传记，代表作有僧

 《释迦谱》等；二为僧传，即记载汉地高僧行迹、生平的传记，有以单传形式流传者，如 《佛图澄别传》

《法显行传》等，有以类传的形式流传者，如宝唱 《名僧传》、慧皎 《高僧传》等。② 现存最早的僧传是东晋

《佛图澄别传》，虽不能言此前绝无僧传，但参道安 “自汉魏迄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说，后人

追寻，莫测年代”③ 之言，可知东晋以前，僧传之撰作低靡不兴，与仙传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

道教仙传在中国本土远较佛教传记源远流长。《隋书·经籍志》所载最早的仙传是秦大夫阮仓所作 《列

仙图》④，然而先秦时期，散见于各种典籍中的神仙传说便层出不穷，如 《庄子·逍遥游》所载 “藐姑射山之

神人”⑤ 等，皆为仙传之前奏。魏晋以前之仙传，如托名刘向的 《列仙传》，盖仅为中国固有神仙信仰的反

映，未必与道教相关，但后世道徒在追述源流时，仍视之为道教传记；而自东汉道教兴起以来所产生的仙传，

皆难脱道教樊笼。道教传记的种类，大致有四：

一为仙道别传，即以单篇形式流传的神仙和道士传记，主要记载传主的修仙经历或法术异行，如 《刘根

别传》《葛仙公别传》等。

二为仙道类传，即将别传按一定标准汇编而成的传记总集，大致以 《列仙图》为其雏形，以 《列仙传》

为成形标志，以葛洪 《神仙传》为成熟状态。

三为仙真专传，主要指以上清经派开创的 “内传”体书写的长篇仙传，与仙道别传不同，仙真专传的篇

幅往往是其数倍，且在传文之后，一般会附上记载传主所修法术的经诀⑥；仙道别传可以公开流传，而仙真专

传则具有 “教团内秘修炼手册”的性质，不可公开流传。⑦ 上清经派的内传有 《仙人马君阴君内传》《紫虚元

君南岳魏夫人内传》《东岳上卿司命茅君内传》等七篇，在 《三洞奉道科戒营始》所载 《上清大洞真经目》

中被合称为 “八真七传”⑧，皆为杨羲、许谧等东晋中期上清人士所造。⑨ “内传”体流衍甚广，上清经派之外

的其他道派，皆承之而有撰作，如灵宝经派的 《太极左仙公葛君内传》、北朝楼观道的 《文始内传》等。瑏瑠

四为灵宝经传。此非指承袭上清内传体而作的 《葛君内传》等，而特指吸纳汉译佛传的体式及内容造作

的灵宝经，与佛本生经和佛本行经一样，虽名为 “经”，实则具传记性。

基于上述佛道传记之繁兴，本文大致以如下次第展开：第一部分论述本土所撰仙传与僧传在文体源流上

的同一性，以揭示其文体互渗之基础；第二、三部分则在历时性的维度上，具体展示不同种类的佛、道传记

互渗交涉的状况；第四部分探讨佛、道传记风格之差异及成因；结语则阐发这一现象的文学史意义。

一、宗极无二：仙传、僧传与史传之关系

如果说 《史记》之前的史书如 《春秋》等，皆以事为中心，那么自 《史记》开创 “列传”体之后，历

８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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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书写便进入了以人为中心的时代。① 据朱东润先生研究，列传可细分为分传、合传、总传三类，其中总传

所囊括的大多是不被儒家经学所认可的社会边缘人士，多奇行异举，个性鲜明，对 《隋书·经籍志》史部杂

传类著录的后世杂传有直接影响②：总传叙述 “以类相从”的多人之事迹，分配给其中每一人的篇幅不过叙

述能凸显此人性格之二三事；“以类相从”的原则直接催生了杂传当中的类传总集，而将总传中对每一人的

描述拆分独立，便与后世以单人为主角的杂传在篇幅和结构上几无不同。

总传等 “列传”体的叙事模式如下：开头述传主姓字籍贯，后叙其生平典型事迹，彰显人物个性特征，

结尾述传主结局及子孙情况，篇末附作者之评论。③ 脱胎于总传的杂传，在叙事模式上亦承袭之。只不过，杂

传 “因其志尚，率尔而作”④，不会完全遵照史传模式，叙事要素常有所简省。

中古时期的仙传与僧传，《隋志》皆归之为 “史部杂传类”。在仙传方面，《神仙传》承 《列仙传》而

生，皆无传末评论，呈现第三人称中立全知视角，与史传在体式结构上无本质不同。⑤

在僧传方面，谨以体式最成熟的 《高僧传》为例，对史传之承袭较仙传犹有过之。《高僧传》内容结构

可分为名字说明、祖籍、家世、外表与内在、专长、游历、成就、逝世、引述文献、考证等 １１项，“与正史
列传中的项目比较，大致相同，只是 《高僧传》因传述的对象为僧人，故少了仕宦、致仕、谥号、后代小传

等项。其中后代小传改以附传同类人的方式出现”⑥。此外，《高僧传》虽不在每一传后设有作者的评论，却

在每一卷后设有 “论曰”，对这一卷类目的僧众做总体评价。《高僧传》许多篇目还会引用别人的 “赞”诗，

这应当是受范晔 《后汉书》的影响。⑦

除了体式结构上的一脉相承外，在撰写笔法上，仙传与僧传亦深受史传影响。

首先，三者之传文皆抄撮、比对前人材料而成，非作者随意杜撰。如 《史记》所据为 “石室金匮之书”

和 “天下放失旧闻”⑧，《神仙传》乃葛洪 “抄集古之仙者，见于仙经、服食方及百家之书，先师所说，耆儒

所论”⑨ 而成，慧皎亦言 《高僧传》之撰作本乎 “杂录数十余家，及晋、宋、齐、梁春秋书史，秦、赵、燕、

凉荒朝伪历，地理杂篇，孤文片记”以及 “古老”“先达”之传闻。瑏瑠

然而，三者之撰作，皆被作者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所主导，故在将不同来源的材料整合为一传时，会进行

一定程度的改写。如 《史记》述上古三代之事，乃本乎 “正 《易传》，继 《春秋》”的儒学价值观瑏瑡，以褒

扬古来圣贤举贤让能之精神为目的，将诸多说法各异的材料进行择取串联瑏瑢，实际上改变了原先零碎材料的语

境和意义。仙传无疑较史传更为大胆，如 《神仙传·刘根传》乃本乎较早的 《刘根别传》而成，但葛洪为了

宣传金丹理论和骨相理论，特意在后者基础上虚设了一个工具化人物 “王珍”，借他之口将自己的理论植入

传文。瑏瑣 《高僧传》也难免如此，如 《康僧会传》本乎 《宣验记》的材料而成，康僧会原并无宣讲佛理的行

为，但在 《高僧传》中，慧皎有意增加了他说法受戒的情节，向读者传达遵守戒律、了解教理的重要性。瑏瑤

其次，三者皆频繁运用 “模块化书写”的手段，“以植入现成文本模块的方式生产新文本”瑏瑥。如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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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军：《张力与典范：慧皎 〈高僧传〉书写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２年，第 １７５ １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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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李将军传》‘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吕览》以为养由基，《韩诗外传》《新序》

又以为楚熊渠子……以夸张艺术之精，初非信有其事也”①。仙传则因其张扬传主神异性的目的，对此手段的

运用变本加厉。如 《神仙传》之 《干君传》和 《桂君传》通篇的传主形象、情节结构完全相同，只不过改易

了传主之名。② 《高僧传·神异篇》各传中，多载有高僧 “蝉蜕”、日行千里等情节，文辞相仿，亦为 “模块

化书写”之案例。

最后，史传之互见法在仙传与僧传中亦不乏用例，兹不赘述。所需强调者，在于史传之互见法有褒贬道

德、塑造人物多面形象的功用。但在仙传与僧传中，因二教皆致力于自神其教，故多仅呈现人物符合教义的

正面形象，不具褒贬之效。③

尽管 《隋志》视仙传、僧传为 “史官之末事”④，但此仅为正史史观下的判词，两者在撰作意识上，皆自

视为严肃的信史，甚至常暗讽正史只见表象、不得其本。⑤ 如此自诩信史之意识，正是它们较为严格地承袭史

传体式和笔法的根本原因。

佛教初入汉地时，国人皆视为本土神仙信仰之同类，此时之佛，不过仙之大合集下的子集。这一观念恰

可与早期 “老子化胡说”相参，即它并不是一种排佛策略，而是把佛与中国固有的传统相联系，使佛教对国

人而言更具亲和力的手段。⑥

佛经翻译始于东汉，庶几与 《列仙传》后的仙传撰述之风交错协行，约莫在 《刘根别传》《葛仙公别传》

等 《神仙传》之前的早期仙传出世的同时，三国吴支谦译 《太子瑞应本起经》、三国吴康僧会译 《六度集经》

等佛本行经和佛本生故事集，亦相继被译出。在此前后，亦有大量佛教故事通过口头方式传入汉地，融入当

地民间传闻⑦，进而影响仙传的书写。

中古佛道传记之交涉，大致在文体形制、故事母题、仙人异相、法术神迹、世界架构等层面展开，经历

了由隐微到显著、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略言之，可分为两条脉络：

一是延续史传文体的脉络。主要涉及 《神仙传》、以 《神仙传》为基础而铺张变异的上清内传，以及

《高僧传》。以上三类传记皆被著录于 《隋志》史部杂传类，其文体皆源于史传。略言之，《神仙传》在法术

神迹和仙人异相层面，已显现受佛传影响的隐微可能。至上清内传，始在仙人异相层面明确受佛传影响。《高

僧传》等本土僧传的神异书写，则在法术神迹和世界架构层面，多借用仙传的叙事模式。

二是溢出史传文体的脉络。主要涉及道教灵宝经传和 《文始内传》。灵宝经传的直接文体来源是汉译佛

传，与史传关系薄弱。它在上述几乎所有层面全方位吸纳、改写汉译佛传。北朝楼观道之 《文始内传》，则

将在史传脉络下的上清内传体与灵宝经传的元素糅合为一，已非前述史传脉络可简单囊括，故同样放在溢出

史传的脉络下予以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讨论主体多道教传记而少佛教传记，并非立场有偏，而是因为中古佛道传记交涉

的成果多体现在道教传记中。佛教传入汉地以前，已然具有严密庞大的体系和深厚的传统，而中古道教尚处

于形成发展的初期，变动性和融摄性极强⑧，故而在刘宋以前，佛教的自我区隔意识强于道教，融摄另一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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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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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道佛传记的交涉与互融

素的积极性则相对偏弱。且道教传记仅聚焦仙真神迹，内容单一；佛教传记则或涉及佛陀菩萨无数前世之因

缘，或涉及僧众译经、义解、明律等十余种科目，元素丰富，故佛教只需一部 《高僧传》便庶几能体现融摄

仙传元素的成果，而道教则需更多的文本才能展现融摄佛传、僧传元素的全貌。①

二、相反相成：史传脉络下佛道传记之交涉

（一）《神仙传》与上清内传中的隐微佛影

葛洪 《神仙传》乃抄集先秦至汉魏的仙传、仙话而成，大致可代表佛教兴盛之前仙传的总体面貌。不乏

有学者指出，在 《神仙传》中，已有受佛传影响的痕迹。

如在法术神迹层面，《神仙传·左慈》中左慈穿墙而过、分形变化、日至数十处等法术，被认为受佛教

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等神通影响。② 《神仙传·刘凭》中刘凭令贼人射出的箭 “皆反着其身”，“首帅三

人……头裂而死”③ 的 “气禁”之法，被认为取自支谦译 《撰集百缘经》所载恒伽达运用神通令阿世王射

出的箭皆 “还返”，“正向王身，如是至三”④ 的佛本生故事。⑤

然而，以上判断似稍显武断。佛教六神通虽能呈现与左慈、刘凭所施法术近乎相同的效果，但这些效果

也完全可从道教气论中推演而出。《抱朴子内篇·至理》述刘凭所擅禁气法的原理与作用曰：

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善行气者，内以养身，外以却恶，然百姓

日用而不知焉。吴越有禁咒之法，甚有明验，多?耳……近世左慈、赵明等，以?禁水，水为之逆流一二

丈……昔吴遣贺将军讨山贼，贼中有善禁者，每当交战，官军刀剑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还向，辄致不利。⑥

气化宇宙论乃中国古已有之的观念，道教承此观念，而发展出自己独特的 “气论”，认为 “无论人、神乃至

万化万物，均可被理解为由大道之真气所凝结化生者”⑦，可谓道教一切法术之底层理论。故使箭还返的效

果，完全可从中国本土观念中导出，不待佛教之影响而然。

其次，葛洪所撰 《抱朴子》中，几无一语涉及佛教，无一处提及佛经。⑧ 由 《抱朴子内篇·遐览》可知，

葛洪对于变化之术的认知，来自 《墨子五行记》《玉女隐微》《淮南鸿宝万毕》等古道经，其中 《淮南鸿宝万

毕》，葛洪视为淮南王刘安之作⑨，即便仅为附会，亦不能否定这些道经或存在于神通类佛经被译出之前。瑏瑠

又如在仙人异相层面，《神仙传·老子》所载老子降生传说 “母怀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时，剖母左腋而

出”瑏瑡，被认为受 《太子瑞应本起经》等本行经所载 “菩萨于胎中……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时，化从右胁生堕

地”瑏瑢 等记述的影响：“将右改换为左，则是为了顺应中土尚左的礼制传统。”瑏瑣 似颇有道理，但亦可商榷。参

西汉戴德所纂多载先秦旧说的 《大戴礼记·帝系》：“女輀氏，产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

焉……其三曰，是为彭祖。”瑏瑤 可知远在佛教传入以前，中国就有 “左胁生”之说。彭祖乃信众繁多的古

仙，汉魏之际，彭祖与老子神话之相融，也已为前哲所证瑏瑥，虑及佛陀与老子之降生，尚有 “左”“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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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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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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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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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

瑏瑣

瑏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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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佛教对道教元素的吸纳主要在斋醮仪式层面，如本土佛教在家信众 “月六斋”“八关斋”的具体内容和神灵考校体系便全从道

教借鉴而来。参见王承文：《汉晋道教仪式与古灵宝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 ３３５ ３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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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葛洪有无佛教思想的探讨》，《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９０年第 ２期。
葛洪著，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卷 １９，第 ３３７页。
至于它们是否受口传佛经故事影响，则是无法证明的论题了。且如汤用彤先生所示，佛经汉译之时，本就不乏 “中国人就原经增加

道教学说”的情况，究竟是谁影响谁，尚需进行辨析。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增订本）》，第 ４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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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８卷 ０７ Ｊｕｌ ２０２６

异，则老子神话直接受彭祖神话影响的可能性，要远大于辗转受佛本行经影响。①

质言之，在 《神仙传》这部抄集早期材料、成书于 ３１８—３２１年间的仙道类传之中，因无法排除中国本土
气论和上古文化交流直接影响的可能，尚无确凿的佛教影响痕迹。

在东晋兴宁年间兴起的上清经派的仙真专传中，这类痕迹才初步显露。如 《清灵真人裴君内传》：

清灵真人裴君字玄仁，右扶风夏阳人也。以汉孝文帝二年，君始生焉……家奉佛道，年十余岁……尝于四

月八日，与冯翊赵康子、上党皓季成共载诣佛图……佛图中道人支子元者亦颇知道，宿旧人传之云，已年一百

七十岁，见君而欢……因以所修皉术，密以告君。道人曰：“此长生内术，世莫得知。吾昔游焦山及鳖祖之阿，

遇仙人蒋先生者，乃赤将子舆也。以神诀五首授吾，奉而行之，于今一百七年矣。”②

明言裴君及支子元所奉者为佛道。四月八日 （佛诞日）诣佛图一事，也显然承自佛教。裴姓与支姓皆为西域

胡姓，或因 “在东汉以后来华的西域胡人当中，有一部分人似直接参加了道教组织的宗教活动，并被视为道

教徒的一员”③。然而支子元传授给裴君的仙法却是纯道教的法术，无佛教因素掺杂④，支子元的形象也是一

纯粹的仙人，与佛陀菩萨无涉。

可与此对观的是 《真诰》所述之 “小方诸”：

大方诸之西小方诸上，多有奉佛道者……其上人尽孝顺而不死，是食不死草所致也。皆服五星精，读夏

《归藏经》，用之以飞行。⑤

可见此时上清经派眼中的佛，仍是作为 “仙之子集”的存在，虽其存在感较 《神仙传》要强，但仍不具独立

性。故即便 《真诰·甄命授》大量借用了 《四十二章经》的文本⑥，但在杨羲等人看来，那或许不过是对异

域仙经的借用罢了。

而此时对传记所产生的影响，也仅在仙人异相层面有些许痕迹，如以内传为体的 《上清后圣道君列纪》

曰：“上清金阙后圣帝君李诸弘元……母先梦玄云日月缠其形，乃感而怀焉。浴之亦有群龙吐水于盥器中。”⑦

最后一句可在佛本行经如 《普曜经》中找到明确来源：“天帝释梵忽然来下，杂名香水洗浴菩萨，九龙在上

而下香水，洗浴圣尊。”⑧ 此外两者似再无关联。

（二）《高僧传》神异书写对仙传元素的融摄

东晋以后本土佛教传记的撰作渐趋兴盛，至梁前期而达顶峰，如宝唱之 《名僧传》《比丘尼传》，以及综

合、扬弃此前众多释氏杂传的集大成之作慧皎 《高僧传》。⑨ 道教仙传的历史远较僧传悠久，僧传不得不回应

已成熟多年的仙传系统。由于对普罗大众而言，“神异实在成了撑持六朝时代佛教的支柱”瑏瑠，且除了灵宝经

传外，大多数仙传也以展现法术神迹为主，故这种回应尤其体现在 《高僧传·神异篇》的书写之中。

《高僧传》中高僧神术异能的种类，主要有七类：（１）知过往、未来；（２）行速、徒步渡河、任意至某
处；（３）不畏严寒、肢解肉体、刀不伤、不食无恙、不老；（４）分身；（５）死后现身、棺中无尸；（６）医
疾、咒治病；（７）运用神力得雨、水。瑏瑡 蒲慕州指出：“这些神术异能的性质基本上与神仙方士所有的能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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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则 “左胁生”之说，或亦为中国早期与印度吠陀神话交流之产物，但与佛教已无直接关联。参见饶宗颐：《中国古代的 “胁生”

传说》，《燕京学报》１９９７年新 ３期；刘屹：《〈玄妙内篇〉考———六朝至唐初道典文本变化之一例》，载郝春文主编：《敦煌文献论
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６１７ ６１８页。
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卷 １０５ 《传》，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第 ２２６３ ２２６４页。
王青：《汉朝的本土宗教与神话》，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８年，第 ３１５页。
张超然：《传授与教材：〈清灵真人裴君传〉中的五灵法》，李丰?主编：《华人宗教研究　 创刊号》，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 １０９ １３４页。
陶弘景撰，赵益点校：《真诰》卷 ９ 《协昌期第一》，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 １６１页。
黄士毅编，徐时仪、杨艳汇校：《朱子语类汇校》卷 １２６ 《释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 ３０２５页。
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 ２册，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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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慧皎 《高僧传》材源的考察，可参见牧田谛亮：《高僧碝の成立》，《中国仏教史研究　 第三》，东京：大东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
１—７２页。
柳田圣山撰，吴汝钧译：《初期的中国佛教》，吴汝钧编：《佛学研究方法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２００６年，第 ３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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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道佛传记的交涉与互融

相同的。”① 面对这一现象，有两种相异的解释：或认为这是汉地传承时间相对较短的佛教受神仙信仰影响的

体现②，或认为佛教神通本自能为之，无需受道教法术影响而然，且其内在机理，更颇有不同之处。③ 后者正

是慧皎的态度，如其 《习禅篇》论曰：“然禅用为显，属在神通……及夫悠悠世道，碌碌仙术。尚能停波止

雨，鮌火烧国。正复玄高逝而更起，道法坐而从化，焉足异哉？”④

如前所述，若纯从法术效果考量，仙法和神通大抵殊途同归，第二种解释似更合理。但若从叙事模式考

量，第一种解释未尝没有道理。诚如康儒博 （Ｒｏｂｅｒｔ Ｆｏｒｄ Ｃａｍｐａｎｙ）所说：“中古时期围绕这两类人物的叙事
模式……它们之间存在着大量的重合，甚至是细节层面……很显然，中国的创造奇迹的僧侣角色是按照更早

的修仙者总集构建的。”⑤

首先，在法术神迹层面，最能体现佛教之 “借用”的案例，便是 《高僧传》中的 “死后现身、棺中无

尸”情节。如 《佛图澄传》载：“初虎殓澄，以生时锡杖及钵内棺中。后冉闵篡位，开棺唯得钵杖，不复见

尸。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见在流沙。”⑥ 其叙述模式明显借自仙传中的 “尸解”书写，如 《神仙传·李常在

传》载 “常在以青竹杖度二儿遣归……儿去后，乃各见死在床上……发棺视之，唯青竹杖耳，乃知非死”⑦。

若与汉译菩萨传进行对比，则其借用仙传之迹明矣。鸠摩罗什译 《龙树菩萨传》载：“龙树将去此世……弟

子破户看之，遂蝉蜕而去。去此世已来至今，始过百岁。南天竺诸国为其立庙，敬奉如佛。”⑧ 所不同者在菩

萨蜕后，其尸身并未消失，亦不言别处见之，换言之，其身乃真死，所不灭者唯涅?之精神耳。而 《高僧传》

中的佛图澄等，皆强调肉身不灭，与神仙同而与菩萨异。且如佛图澄留杖于棺中的情节，亦是典型的尸解之

法，即所谓以杖幻化尸身的 “杖解”⑨，而尸解乃萌生于战国，盛行于两汉的中国本土信仰瑏瑠，在这些特征上

并未受到佛教的影响，故不存在效果上混同的可能。

其次，在世界架构层面，亦有借用之例。《高僧传·史宗传》载一道人拜访海盐令，带他至山上见三道

人，将辞时，山上道人问：“君知史宗所在不？其谪何当竟？”山下道人答史宗在徐州江北广陵地区，“计其

谪亦竟也”。后来史宗揭晓，山下道人乃 “蓬莱道人”，而通过 “或云有商人海行，于孤洲上见一沙门，求寄

书与史宗”的描写瑏瑡，可知这一蓬莱，正是中国传统中的海上仙山。史宗乃蓬莱仙岛上的被贬 “谪”者，对

其身份的描述，亦明显借用道教仙传中经典的 “谪降”母题。

这类借用之所以带来细节层面的大量重合，当归因于僧传与仙传源于史传的 “模块化书写”手段，当仙

传已提供了现成的模块，慧皎便能轻而易举地把它们移植嫁接，完成 《高僧传》的神异书写。

或许正因借用痕迹显著，慧皎虽承认佛教神通与仙法功用相近，却也深知中土僧人的神异形象，已背离

印度佛典原型。所以他才特设 “神异”科，吸纳带神仙方士色彩的僧异事迹；又另立 “习禅”科，坚守印度

佛教以习禅证神通的正统。瑏瑢 以 《神异篇》兼容仙传模式，以 《习禅篇》确立佛门正统，此实与道教老子化

胡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佛始灵宝：溢出史传脉络的佛道传记之交涉

（一）灵宝经传对汉译佛传的吸纳改写

东晋中后期，约在杨羲、许谧等人造作上清经的活动结束后，道安与罗什的诸多弟子带着迥异于南方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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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化佛教的北方学说在三吴地区扩散，佛教区别于道教的独立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逐渐改变了三吴地区

佛道平衡的局面，最终在 ４世纪末 ５世纪初，使佛教的势力对道教呈现明显优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道教的发展。① 葛洪从孙葛巢甫所领导的教团，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开始了灵宝经的造作。灵宝经对佛教的

专有名相、教义观念、世界架构、文体形制等皆有借鉴②，灵宝经传毋宁说便是汉译佛传的 “中国道教化”。

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最震撼国人心灵的莫过于六道轮回、因缘果报之说。灵宝经派为借佛教张大其势，

亦将之吸纳进灵宝经中，置于理论中心的地位，即便与道家传统的 “自然”之义龃龉亦在所不惜。③ 相应的，

佛教之中与轮回果报说密切关联的佛本生经，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灵宝经派的借鉴对象，如敦煌 Ｐ ３０２２Ｖ残
卷 《太上洞玄灵宝真文度人本行妙经》，以及 《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因缘经》，仅观经名便可见明显的借鉴痕

迹。事实上，此二经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模拟了佛本生经的文体形制，如 《本行因缘经》便载葛仙公在赤乌三

年以本生缘的方式述说自己及四大弟子的成道经过，并解释为何今日自己受封 “仙公”而弟子仅为地仙，正

符合佛本生经 “序当前的事缘—说到前生事—结归现在事”的三段结构。④

因此，佛本生经中的经典故事母题，也在灵宝经传中一再得到道教化的呈现。如布施母题，最典型的是

康僧会译 《六度集经》中须大籋太子故事，被 《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吸收、改造成了仙真本生

缘⑤：《六度集经》中，叶波国太子须大籋以 “布施拯济群生”为愿，因赠予敌国护国白象遭流放，在檀特山

又应老梵志所求，不顾两个孩子哭泣将其缚送。最后，佛陀揭示：太子是自己前身，太子妻是耶输陀罗前

身⑥；《定志通微经》里，天尊为助左、右玄真人开悟，述其前世：乐净信夫妻曾虔诚供道，其子法解 “奉先

君遗教”供道士、广布施，因家空罄，为筹钱供道，将两个儿子的其中一个卖给妻姊，后道士感应斋戒使法

解仓库满盈。最后，天尊揭秘：乐净信是自己、法解是左玄真人、法解妻是右玄真人。⑦ 净信对应国王，法解

对应须大籋，其妻对应太子妻，妻姊对应老梵志，承袭轨迹一目了然。

更需措意者，在其不同之处：

第一，佛本生缘并未强调须大籋供奉何人，而灵宝经传则将故事母题置于本土固有的供奉道士的传统之

中，将之巧妙地 “道教化”⑧。

第二，须大籋不顾国家安危与儿女亲情的无节制布施之道，虽合释家教义，但在本土民众看来，却为

“不孝不仁”之举⑨，故灵宝经传将其动机替换为 “奉先君遗教”，以迎合本土孝道观，且将与须大籋夫妻无

任何关系、欲空手求乞的老梵志，替换为与法解有姻亲关系、愿费巨万钱财买儿的妻姊，被求乞的对象也从

二儿变成了一儿，合理化了法解的布施行为———这不过是在家贫时将一个孩子托养给他有钱的姨娘罢了，不

存在道德问题。如此一来，法解既守住了 “仁孝”，又传达了虔诚供养道士可获福泽的观念。

第三，须大籋是佛教至高果位佛陀的前身，但其在灵宝经传中的对应者不过是天尊的弟子左玄真人。这

说明灵宝经派在吸纳佛经故事时，已暗含将自身之仙真系谱置于比后者更高地位的意图。诚如法琳 《辩正

论》所驳之灵宝经 《元阳经》所言：“太上灵宝从无央数劫来，在道为道本，在佛为佛先。十方之佛，皆始

于灵宝也。”瑏瑠 灵宝经派虽受佛教影响，但并非被动接受，而是通过融摄以确立自身主体性。这一策略亦为之

前的上清经派所用，它在面对强大的葛氏金丹道时，便造作了 《仙人马君阴君内传》，将 《神仙传》中金丹

道的两位核心仙人马明生、阴长生吸纳进来，同时把本派仙真太真夫人置于比他们更高的位阶，以传达葛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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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齐：《顾欢 〈夷夏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 ４２期，２０１０年。
萧登福：《六朝道教灵宝派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６８５ ７２２页。
神眆淑子：《中国佛道教围绕元始天尊的论争》，闫飒译，《宗教研究》２０１０年第 １期。
释印顺：《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 ６６７ ６６８页。
柏夷著：《佛教须达籋太子本生故事与其道教版本》，《道教研究论集》，孙齐等译，秦国帅等校，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５年，第 ２１
３９页。
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 ２，《大正藏》第 ３册，第 ７ １１页。
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 ３册，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３０２ ３０４页。
修道者受官员或一般民众供奉，是中国 ２—４世纪的常见现象。参见康儒博著：《修仙：古代中国的修行与社会记忆》，顾漩译，第
１７８页。
释僧撰，李小荣校笺：《弘明集校笺》卷 １ 《牟子理惑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３１页。
法琳：《辩正论》卷 ８，《大正藏》第 ５２册，第 ５４４页。



中古道佛传记的交涉与互融

丹道在上清体系中不过是初学者之道的观念。① 而正如上清经派并不排斥信众学习葛氏丹道，灵宝经派也不排

斥信众崇敬佛陀菩萨，“只要能明白，他们不过是灵宝之道后来的衍生”②。在此意义上，灵宝经派对佛教的

吸纳，只不过是中古道教行为惯性之下的结果。

除了布施母题，佛本生故事中家喻户晓的 “舍身饲虎”“割肉饲鹰”“女身转男”等母题，皆在灵宝经传

中有承袭、改写，兹不赘述。③ 需注意者，在于 《神仙传》中占据主体的法术神迹类故事母题，在灵宝经传

中大幅减少，这是因为灵宝经派本就旨在淡化方术影响，而更强调斋戒的作用和度人的功德。④

既然灵宝仙真之前世全依佛本生经建构，则其今世便也难免受佛本行经影响。如佛本行故事中最为著名

的 “释迦牟尼四门出游”情节⑤，便为 《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卷下所承袭：

太上道君顾问东极世界飞天神人曰：我尝历观诸天，出游东门，见东方无极世界地狱之中有百姓子男女身

受考挞……出游东南门……出游南门……出游西南门……出游西门……出游西北门……出游北门……出游东北

门，见东北无极世界地狱之中，有百姓子男女人，身受宿对，诸苦备经。⑥

“四门”据中国的八方观念被扩充为 “八门”，释迦牟尼出游的迦毗罗卫城也被改换成了范围更广远的 “仙界

诸天”。当然，此处的 “诸天”已非纯粹的本土世界，而是灵宝经派取佛教三界诸天说与中国传统的五方天

和九天之说杂糅的产物，体现了佛道交涉下的新世界架构。

既然前世今世的经历、积累功德的行为皆借鉴自佛传，那么在仙人异相层面，自然也不例外。如 《元始

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卷上描述元始天尊出游的二十四异相：“十七者天下男女，盲聋跛疴，一时复形，

无有伤疾，皆得康强”，“二十者妇女怀妊，普天生男”⑦，可在 《普曜经》所述佛陀异相中找到对应：“盲者

得视，聋者得听，拘頢得行，病者得愈，痖者得言，狂者得正，偻者得申……怀妊母人蒙斯光明，苦痛微薄

皆得在产。”⑧ 至于二十四异相中的其余异相则多是来自以往的仙道传统，彰显了灵宝经派的本土色彩。

（二）《文始内传》：中古佛道传记交涉的顶峰

从南朝转向北朝。北朝的佛道对峙远较南朝激烈，帝王或灭佛、或抑道，史有明文。在北周武帝的年代，

为反对武帝的废佛政策，甄鸾撰 《笑道论》，对道教中自相矛盾、剽窃佛教者进行了辛辣嘲讽。其中为甄鸾

反复提及的文献，除灵宝经外，还有一部被称为 《文始传》的传记。《文始传》即 《隋志》史部杂传类所载

《关令内传》⑨，亦即王悬河 《三洞珠囊》卷 ９所引 《文始先生无上真人关令内传》。文始先生，即传说中在函

谷关留住老子写下 《道德经》的关令尹喜。在北魏后期至北周的楼观道体系中，文始先生是仅次于老子的仙

真，该传大抵由楼观道士所撰，旨在于佛道相争的背景下为老子化胡说造势。瑏瑠

作为六朝末期产生的道教传记，它充分体现了对前揭近乎所有仙传传统的继承。首先，《文始内传》直

接受到上清 “内传”体的影响。其情节单元如下：尹喜降生→述老子来历→老子过函谷关→御者徐甲向老子
索债→老子授 《道德经》→老子独自西行→尹喜青羊肆复见老子→两人游历天下名山→老子携尹喜登天→复
返人间，共同西去化胡→尹喜授徒。参考 《紫阳真人周君内传》《东岳上卿司命茅君内传》等上清内传，可

知情节结构基本相同。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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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奇：《因袭与变异：东晋南朝道教仙传书写研究》，第 ２０７页。
柏夷：《姚伯多造像碑：早期灵宝经中 “道—佛主义”的证据》，《道教研究论集》，孙齐等译，秦国帅等校，第 ９８页。
参见吴海勇：《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第 ５０６ ５０７页。
刘屹：《如何修得上仙？———以古灵宝经中的太极左仙公葛玄为例》，余欣主编：《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和制度》，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３７８ ３８９页。
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卷 １，《大正藏》第 ３册，第 ４７４ ４７５页。

⑦　 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 ３册，第 ２５１ ２５５、２页。
竺法护译：《普曜经》卷 ８ 《优陀耶品》，《大正藏》第 ３册，第 ５３６页。
魏征等撰：《隋书》卷 ３３ 《经籍志》，第 ９７９页。
福井康顺认为此传应作于北魏正光元年 （５２０年）至甄鸾 《笑道论》撰成的北周天和五年 （５７０年）之间，参见福井康顺：《文始内
碝》，《福井康顺著作集》第 ２卷，京都：法藏馆，１９８７年，第 ２９２ ３０２页。对此传佚文的辑校，参见吴思奇：《因袭与变异：东晋
南朝道教仙传书写研究》，第 ２５３ ２５７页。
对上清内传结构之精细罗列，可资对比，参见谢聪辉：《修真与降真：六朝道教上清经派仙传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

博士论文，１９９９年，第 １４９ １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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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御者徐甲向老子索债”故事，在 《文始内传》之前，唯一可见之处便是 《神仙传·老子传》。

《文始内传》载徐甲向老子索债后，老子对徐甲说 “汝随我已二百余岁，汝命早应死，赖我太玄长生符在尔

身耳”①，而 《神仙传》则为：“汝久应死，吾昔赁汝，为官卑家贫，无有使役，故以太玄清生符与汝，所以

至今日，汝何以言吾？”② 相关言辞与关键元素 “太玄长 （清）生符”俱雷同，可知这一故事源头可追溯至

《神仙传》。这体现了 《文始内传》对汉晋早期仙传故事的承袭。

最重要的是，《文始内传》中有鲜明的佛传元素，这当然不排除是在佛道相争的过程中，道教潜移默化受佛

教影响，也不排除是随着佛教造像、壁画等艺术的发展，道教徒耳濡目染之下，对其中的元素有无意识的吸收③，

但更可能的情况是，《文始内传》作者直接从蕴含大量佛教元素的灵宝经传中进行了取材。灵宝经在北朝的

流传时间颇早，最迟在 ４９６年，北地士人姚伯多在耀县所立的造像碑，便体现了大量灵宝经的思想，及其独
具特色的 “道—佛主义”④，类似的造像碑应还有不少；《隋志》主撰者魏征等皆为北人，其叙道经源流，“云有

元始天尊，生于太元之先，禀自然之气”⑤，完全以灵宝经派之至高神为正统，可见灵宝经在北地的巨大影响力。

在仙人异相层面，《文始内传》中的仙真大多坐于莲花座上：

诸天各奉莲华座，以宝盖覆之⑥……火起冲天，国人因见，老子亦放身光满天下，老子与喜及诸真人在炭

烟之中，坐莲华之上，执 《道德经》咏之。⑦

固可言此乃受 《妙法莲华经》等佛经中 “文殊师利坐千叶莲华大如车轮，俱来菩萨亦坐宝莲华”⑧ 之描述的

影响，但虑及在佛道相争的环境下，二教皆有意区隔于对方，则更直接的来源或许是灵宝经传中 “二十三者

地生莲华，天人称庆，莫不欣欣”⑨ “逍遥金阙内，玉京为余家。自然生七宝，人人坐莲华”瑏瑠 等描写。

在世界架构层面，其受灵宝经传影响的痕迹亦颇明显。《文始内传》曰：

天有五亿五万五千五百五十五重瑏瑡……老子与尹喜游天上。入九重白门，天帝见老，便拜。老命喜与天帝

相礼。老子曰：“太上尊贵，克日引见。太上在玉京山七宝宫，出诸天上，寂寂冥冥，清远矣。”瑏瑢

在佛藏中没有对天界的类似建构，而相同描述则可见于 《太上洞玄诸天灵书度命妙经》：

大劫周时，其文并还无上大罗中玉京之山七宝玄台，灾所不及。大罗天是五亿五万五千五百五十五天之上

天也……志士长修，致得神仙，长生度世，白日飞行。瑏瑣

大罗天玉京山是灵宝经派对于最高之天的新建构，超越于更早的上清经派之诸天。

综上所述，若给 《文始内传》一个定位，它是以尹喜为主角，用上清内传的体式结构耦合老子化胡叙

事，吸纳汉晋仙传故事，并将之置于灵宝经传的世界架构和仙人异相中的仙传———或许亦有直接承袭自佛教

的因素。质言之，它是佛道共存的中古世界里，仙传的集大成者，可谓先唐佛道传记交涉的顶峰。

四、普化分形：仙传、僧传风格之差异及其成因

中古佛道传记虽然在互渗交融的过程中多趋近雷同之处，但相互之间在内容和形式上的风格差异亦颇明

显，而这正可见二者的不同性质和功能。

在内容层面，僧传相较于仙传更 “富于人性的描写”瑏瑤。对于这一点，需略做辨析。比如，有学者盛赞

“慧皎善于抓住表现人物内心情感的细节”瑏瑥，但亦有学者认为 《高僧传》“里面辑录的传主几乎没有人性的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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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卷上，《道藏》第 １册，第 ７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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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　 甄鸾：《笑道论》引 《文始传》，道宣：《广弘明集》卷 ９，《大正藏》第 ５２册，第 １５１、１４８页。
《道藏》第 １册，第 ８０４页。
朱东润：《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　 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第 ２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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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从人物的描写角度看，神异情节和传主性格为高僧超凡特质的工具，制造打动读者的效果”①。之所以

有如此对立，是因为前者主要聚焦于 《高僧传》的 《鸠摩罗什传》《法显传》等篇幅较长、情节较为细致的

篇章，而后者则主要聚焦于 《高僧传·神异篇》中套用仙传叙事模式的篇章。而这恰可说明在 “神异”一科

之外，尚由 “译经”“习禅”“义解”等科所构成的僧传确实比仙传在总体上更富于人性的描写。

上述差异盖由两者功能之差异所致。慧皎 《高僧传》旨在以对高僧历史的书写 “弘道释教”②，虽多有神

异情节，亦着力放在现实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叙述，涉及的一些次要人物，亦于史可征。它是对宗尚不同教派

的高僧历史的记述，自身并不直接参与某一教派理论的建构，对于鸠摩罗什等高僧的违律行为，也尽量如实

呈现，“述而无作”③，并无过分文过饰非之举。

但仙传则与此不同。在新兴道派不断产生的中古时代，仙传是新道派建构自身神灵谱系和理论体系的重要

一环。如前所述，《神仙传》的许多篇目，是葛洪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植入 《抱朴子内篇》中的理论后写成的。

上清内传更是教团中少数被认可者才能观看的秘传性修炼手册，传文后直接附录了记载修炼法术的经诀。

功能的不同，会导致择取材料之标准与描写重点的不同。僧传所载，都是历史实存之僧人，鲜有在主观

层面虚构、附会者。围绕着实存之人，佛教方面所能获得的史料、传闻便相对较多，对这些史料、传闻的使

用也较充分。虽然也会进行筛选，但仍会较忠实地将所认可的史料呈现给读者，凭己意进行修改的行为被限

制在一定范围内，至少僧人的来历、年龄等信息，会努力以客观征信的态度考察、还原。在描写重点上，汉

地僧史本就蕴含丰富的叙事层面，故 《高僧传》分 １０科以概括之。换言之，与这 １０科相关的史料与传闻，
都会被僧传之作者留意。

而道教方面，则如刘咸?先生所言：“侈陈灵异，而日益芜杂。附会古初，广采神鬼，竞类 《搜神》《集

异》之流，无复条叙流别之意。盖其所失乃在以仙为名。既以仙为名，则最近之道流，不敢质定为仙矣。”故

与作者年代较近、数量较丰富、较能展现人物立体人性的一些隐士、方士的史料，便因其尚未被认可为仙而

束之高阁。而许多已被追认为仙的人物事迹，又多 “不可以年代求”，且在描写重点上，仙传 “徒以灵迹诧

人，遂忽始终授受”，全不似僧传，具有多元的重点，所以即便某一材料意外展现了仙人的其他面向，仙传撰

写者也只会倾向于关注 “灵迹诧人”的部分，“于是一篇之中，大半不可考证，收罗愈维，宗派愈晦矣”④。

在如此情况下，对人性的曲折描写，不仅不是仙传的撰写目的，反而还是仙传书写中应抑制的行为。因

为仙传所要呈现的本就不是真实而立体的个体，而是符合仙法修炼条件的类型化的总体，它不允许所谓的人

性溢出仙法修炼条件的规约。这也导致了僧传、仙传在 “模块化书写”上的差异，僧传最多只涉及一传中的

部分情节，而仙传则不乏涉及全传的案例。如前述 《神仙传》之 《干君传》《桂君传》，即因干君、桂君的来

历、形象、法术、行为皆属同一类型，故撰写者只需替换 《干君传》的传主之名便快速生成了 《桂君传》。

在形式层面，仙传的行文风格较僧传更为多变。在中古时代，则体现为较僧传更具骈俪化、辞章化的色

彩。慧皎 《高僧传》为代表的本土僧传，多承史传文风，以散体书写，智癉评之为 “文词婉约”⑤。仙传者

流，如 《列仙传》，则 “事详语约，辞旨明润”⑥，葛洪 《神仙传》虽 “称刘向所述，殊甚简略，而自谓此传

有愈于向”⑦，但所 “愈”者主要在于法术神迹情节的篇幅，文风则与 《列仙传》无二，亦与 《高僧传》相

类。至上清内传，僧传与仙传的文风渐异，如四库馆臣评 《汉武帝内传》“其文排偶华丽”⑧，刘师培先生亦

认为 《上清后圣道君列纪》“文藻并丽绮可观”⑨。兹以 《紫虚元君南岳魏夫人内传》降真情节为例做一示范：

于是季冬之月，夜半清朗，忽闻空中有钟鼓之响、茄箫之声，音韵嘈豽。出户望之，见从东方虚空而来，

?旗郁勃，羽盖纷纭，光辉幽蔼，焕烂太虚，他人莫之见也。须臾，有虎辇玉舆、隐轮之车，并顿驾来降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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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自鸿：《宗教人物传记的写作策略：〈高僧传〉的神圣修辞学》，《人文中国学报》２０１７年第 ２４期。
③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 １４，第 ５５３、５２５页。
刘咸?：《道教征略》，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４页。
智癉撰，富世平点校：《开元释教录》卷 ６ 《总括群经录上之六》，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８年，第 ３９０页。
黄伯思撰，陈金林整理：《东观余论》卷下 《跋刘向列仙传后》，《全宋笔记》第 ２８册，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 ２４３页。
永誽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 １４６ 《子部五十六·道家类》，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 １２５０页。
永誽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 １４２ 《子部五十二·小说家类》，第 １２０６页。
刘师培：《读道藏记》，《刘申叔先生遗书》第 ６３册，第 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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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静室。凡四真人，并年可二十余，容貌伟朗，天资秀颖，同着紫花莲冠、飞锦衣裳、琼鱆宝带，体佩虎文，

项有圆光，手把华鏣。①

诚如葛兆光所言：“尽其所能有的绮语和丽词来反复重叠地描写仙境”，“在繁富铺张这一点上很像汉代的大

赋 （事实上道教的语言受辞赋影响很大）”②。而至灵宝经传，因主要参照汉译佛传而成，文风较上清内传相

对平实，但由于其部分文本乃 “删破上清”③ 而来，故骈俪化和辞章化程度亦明显较汉译佛传要高。

这种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上清内传和僧传的生成观念不同。僧传在生成方式、文体文风上承袭史

传，是在中国传统历史书写的观念中生成的，而上清内传的文体虽亦源于史传，却是在其独特的宗教观念中

生成的。在杨羲、许谧等上清道徒心中，内传并非简单抄集以往材料并加以铺张而成，而是灵媒在存思冥想

的精神世界中，接受仙真之降诰，将 “天文”转译成凡俗世界的文字后撰成的。所谓 “天文”指的是在天地

初开之际，由道气直接凝结而生的仙界文字，上清经派称之为 “三元八会群方飞天之书”“八龙云篆明光之

章”，与之相比，凡俗世界的文字不过是 “坏真从易”之后的 “流尸浊文，淫僻之字”④。因此，中古时期的

道士普遍认为，道经不过是完美 “天书”在人间的 “不完美近似物”（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ｈｕｍａｎ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ｓ）⑤。在
多属六朝士族的上清道徒看来，士族的繁缛绮丽文风相较于下层阶级的文风呈现 “完美”的状态，照此逻

辑，天书的完美状态便是在士族文风之上更进一步繁富铺张。所以，为了让内传尽量逼近天书的完美状态，

便必须 “以华丽精妙的语言修辞，呈现出一种极尽雕饰的语言风格”⑥，而 《远游》《大人赋》等 “游仙文学

的鼻祖”所代表的楚辞汉赋传统，本就为道教文士熟识，自然而然便以此为契机影响了内传的文风。

其次，上清内传的内秘性亦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文风的差异。上清内传产生之后，仅在与杨羲、许谧等

人有交集的奉道士族中小范围流传，为了防止上清经法为外人所窥视，上清经传的造作者大量使用了 “隐

语”：“隐语大半是由神凭附人体说出来”，“人说的话要明白，神说的话要不明白，才能显得他神秘玄奥”⑦。

如何才能将话讲得不明白呢？刘勰将方法总结为 “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

弄思，浅察以辞”⑧。在上清经传中，这些方法大致都被使用⑨，而使用得最频繁的，便是 “图象品物”之

法，更具体而言，即为在一般的词汇上加诸丰富的意象，使之陌生化和神异化。比如前揭 “八龙云篆明光之

章”，便是在凡俗篆字的基础上，加上 “八龙”“云”“明光”等意象之后生成的特殊表达。当一篇传文中多

数词汇皆用此种意象化的方式表述时，最终呈现的便是铺张绮丽程度更甚于楚辞汉赋的 “意象飞翔”之面

貌瑏瑠，而与一般史传之文风，自然大异其趣。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本土产生的仙传与僧传，文体形制和撰写手段皆源于史传，这构成佛道传记交涉之基础。

历时层面，中古佛道传记分两条脉络交涉互渗：一为延续史传文体的脉络。此脉络下的 《神仙传》无确凿佛

传影响之痕迹，至道教上清内传，始在仙人异相层面受佛传影响。《高僧传》等本土僧传的神异书写，则在

叙事模式上多借鉴道教仙传。二为溢出史传文体的脉络。此脉络下的灵宝经传，在文体形制、故事母题、仙

人异相、世界架构等层面，全方位吸纳、改写汉译佛传。至北朝楼观道之 《文始内传》，先唐佛道传记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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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道佛传记的交涉与互融

涉达到顶峰。中古僧传和仙传在风格上有两大差异：在内容层面僧传的人性描写要优于仙传，在形式层面仙

传的行文风格较僧传更为多变，更为骈俪化、辞章化、意象化。第一大差异由仙传参与建构道派仙真体系和

理论体系的功能所致，第二大差异则由仙传 “从天书转译”的生成观念以及内秘性所致。

黄侃先生曾指出 “汉晋世绎经造经者”，如 《太平经》等道经，《四十二章经》等佛经，乃中国文学十大

势力之一，应与 《诗经》《楚辞》《左传》等量齐观①，高屋建瓴地展示了将佛、道经典纳入中国文学版图的

眼光。如果说佛道经典偏向义理的部分与文学史有所磗格，那么其中的传记则显然可与文学史契合无间。

然而，今人撰作中古文学史时，虽对 《列仙传》《神仙传》等常见仙传予以讨论，但对上清内传、灵宝

经传、神异性僧传则常付之不论。上清内传乃 《神仙传》在道教脉络下的发展，灵宝经传和神异性僧传也是

与 《冥祥记》《宣验记》等承袭汉译佛传母题的 “释氏辅教之书”属于同一体系的产物。若略过上清内传而

搭建 《神仙传》以下的传记发展脉络，略过灵宝经传和神异性僧传而谈 “释氏辅教之书”的演变，便难免看

不分明。如朱东润先生曾认为，北朝 “在传叙文学方面，没有显著的成就”②，但若将辑佚之后仍有近 ５０００字
的 《文始内传》纳入考量，则北朝传叙文学之成就，或亦可议。

吉川忠夫曾言：“抽去宗教问题来讲有关可称为中国中世的六朝隋唐时代大概是不可能的。”③ 若以佛道

交涉的视野观照中古传记乃至整个中古文学版图，则原先为文学史家有意无意忽视的材料，便能穿透暗雾，

焕发其光彩。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中古文学与多元宗教”（１６ＪＪＤ７５００１４）的阶段性
成果〕

（责任编辑：张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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